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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活态性的文化遗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自己独特
的体系；它不仅是传统文化遗产的结构方式，而且自身也具有独特的价值，以笔者的观点：以体为
本，以人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性，有着特定时代语境的特性，表现出强烈的话语特征。如
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以词与物的“知识考古”，寻找自己的传统与传承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传家宝”不啻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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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词与物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有自己的体系，否
则，中华文化便无体系可言。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文化最具表现力和说服力的遗存和遗续。我国传
统的遗产存续和继承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其中本文
论及的礼制与宗法是两个重要的基石。
那么，何为体系？中国式的解答可以这样：以体
为本，以人维系。二者正好在汉字“体”（以人为本）
中圆满地“系”之。《说文解字》：“体，总十二属也。
从骨，豊声。”指总括人身十二（所有）部分，强调主
干，即“骨”支撑的身体的全部。
其实，我们今日时常将“以人为本”挂在嘴边，所
云者并非中华民族传统所属者，却是西方舶来之物，
特别是自文化复兴之后，对现代西方思想界产生重
要影响的“人本”概念。这是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反思
的。换言之，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并不是自
己文化土壤中生产出来的果实。
以西方的角度，“体系”首先存在于所谓的“本体
论”，指对存在的认识理论。每一种学科的哲学既包
含某种认识论又包含某种本体论———一个限定着
“我们能认识什么”和“我们怎样才能最终认识它”的
框架。它们一起被用于限定某种方法论，一套将如
何在学科内进行规则和程序，即如何才能信息收集
并组织的方法［１］。从哲学角度说，“体系”既是一个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又是一个关涉认识论、本体论和
方法论的结构性组织。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也都包含
着独特的价值存在、认知方式和表述方式，因而需确
立独特的方法论。
福科 在 《知 识 考 古 学》（Ｌ＇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　ｄｕ
Ｓａｖｏｉｒ）中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对既往的文明
体系和文化结构进行表述：
　　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
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我们可
以看到另外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缓坡历
史，诸如航道史、麦子或金矿史、旱灾和灌溉史、
轮作史、人类的饥荒与繁育的平衡史……应该
建立何种类型的体系？［２］１－２
福科采用了“知识考古学”予以回答。如果说，
知识考古学在宽泛的意义上属于方法论的话，那么，
“词与物”则更加具体地从构造要素逐一进行驳离，
接近于分析的方法。福科对《词与物》的写作动机及
缘起作如是说：
　　博尔赫斯（Ｂｏｒｇｅｓ）作品的一段落，是本书
的诞生地……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
全书”，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
解的东西，通过寓言向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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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
思想限度……而且还有促使词（ｌｅｓ　ｍｏｔｓ）与物
（ｌ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结成一体”，……一个“要素体
系”。［３］
福科在两部重要的著述中的开篇都使用了“体
系”的概念，意思却并不一样：前者指历史上的一系
列自然史事件在表面上似乎并无明确的关联，是分
割和断裂的，实际上却具有整体的意义，需要通过知
识考古学以建立其类型的体系。后者则对“中国某
部百科全书”的分类与西方人惯习性之间的巨大差
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文化上的差异。而无论在
什么历史语境下，“体系”所赋予的意义都具有相应
的一致性，仿佛语词与语法之间的关系。便捷的方
式就是采用“词与物”的知识考古方式，确立“语法”
的结构意义。
无论对“体系”做何解释，都与认知、经验和表述
相关联，即所谓的“知识体系”。对知识体系的探索
以求得对不同文化体系的认识无疑是一个重要途
径。这也是历史上欧洲传教士在通过他们的眼光观
察中国，通过他们的知识理解中国，通过他们的文化
观照中国，通过他们的经验分析中国。１７世纪耶稣
会传教士柏应理（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ｏｕｐｌｅｔ）所编的《中国哲
学家孔子》（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ｉｎａｒｕ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于
１６８７年在巴黎出版。以柏氏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
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思想自身存在着一个与
西方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即所谓的“中国知识”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①。他想暗示：中国思想体系完
全能够回应“欧洲知识”（Ｅｕｒｏｐｅ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进而希
望搭建两个体系之间的思想桥梁［４］。以知识体系为
理解不同文明的路径显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
角度。
即使以“体系”论，将ｓｙｓｔｅｍ译为“体系”和“系
统”也需辨析，其中除了不同的学科各自有“体系”
外，表述上也各自言表，有时甚至人言言殊。人类学
对“体系”的表述因分支、对象不同而有异同。兹列
举几例：
　　人类学有关系统的概念（包括技术）有不
少，如水利系统（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分类学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主要研究生物体种类型及相互关
系），三期系统（Ｔｈｒｅｅ　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即把史前史
分为三个连续的时代：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
器时代等，此外还有一些世界民族志中的特殊
性系统和模式。［５］
文化结构中各部分之间是相对稳固的关系。美
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的结构不
是由文化中各部分或各种文化元素简单相加而成，
而是在结构中各部分之间相对稳定的一种关系的作
用下构成的［６］。
人类学的结构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美学分析
风格的、哲学特性的、表现力最为充分的一种方法。
奠基者当属法国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
斯，其结构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法国式的实践理论。
但结构主义作为后来更大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表现
在二十世纪晚期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中，它与形式主
义中的音乐、戏剧、哲学、文学等有着密切的关联。
也与罗兰·巴特尔、阿尔都塞、福科、拉康、德里达、
皮亚杰等存在着代际关系。这些人或多或少被称为
“结构主义”，也有的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在人类
学界，利奇、尼德汉姆、萨林斯、哈里斯、奴宾等都深
受结构主义的影响［７］。此外，以体系分析（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见长的体系理论（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将政治
和社会体系作为理想的分析单位，被帕森斯等人引
入社会学、政治学。诚如帕森斯所说，社会系统包括
四种系统亚系统（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ｓ）因素组成，它们是适
应性（ａｄａｐｔｉｖｉｔｙ）、目标寻求（ｇｏａｌ－ｓｅｅｋｉｎｇ）、整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和潜在因素（ｌａｔｅｎｃｙ）。这一体系理论
深受生态系统的模式影响［８］。此不赘述。
语境与话语：遗产体系
任何文化的表述都是语境化的，仿佛当下社会
风气中的“流行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何妨不是流
行色？其中所有入选“名录”者，无论是联合国，还是
国家、省、市各级者，皆非当世之创造；所谓“遗产”，
即先辈遗留下来的，今天之所以能够入选，实乃符合
当下语境，用我们日常的说法就是：符合当今的形
势。因为今天流行非遗。就“流行体系”而言，时尚
符号化体系并非单一的指标，而是具有不同层面的
构造。罗兰·巴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在他的著作
《流行体系》（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　ｌａ　ｍｏｄｅ）中对服装做了符
号学的分析，他认为，服装作为流行体系中一种特殊
的表述方式，包含了三种划分体系，即所谓的“意象
服装”“书写服装”和“真实服装”。第一种是以摄影
或绘画的形式呈现；第二种是将衣服描述出来，转化
·２·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①后来，殷铎泽也把《中庸》译成拉丁文，书的标题为《中国政治伦理知识》。见［法］梅谦立《欧洲传教士文献里的中国》，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
究所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编《域外文献里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８８页。
为语言；第三种是“存在着一种向其他实体、其他关
系转化的过程。因而，真实服装形成了有别于前两
种的第三种结构，即使它们视它为原型，或者更确切
地说，即使是引导前两种服装信息传送到原型属于
这第三种结构。我们已经知道，意象服装单元停留
在形式层面上，书写服装单元停留于语词层面上
……有了意象服装的形体结构和书写服装的文字结
构，真实服装的结构只能是技术性的。”［９］３－４巴特对
服装的三种体系划分旨在通过从整体的语言（ｌａｎ－
ｇｕｅ）和具体的言说（ｐａｒｏｌｅ）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语
言符号中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ａｎｔ）与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è）的功能差
异应用于服装。在他看来，这一切语言学上的结构
要素以及所表现出的各种形式都是实现“转换”：“对
任何一个特定的物体来说都有三种不同的结构：技
术的、肖像的和文字的……它们之间依靠转形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é）的作用。”［９］５
“体系”倘若如上所述，属于语境中的“话语”，便
不言而喻地羼入了权力的色彩。字面上看，“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其实就是说话。只是，说话是需要建立
在语境范畴的，人们不会无对象，无情境地乱说。于
是，话语便被描述为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的
具有社会性的叙述。如果将“话语”说成白话，就是
在社会交流过程中的讲述。由于社会化的表述具有
权力特征，所以，话语常常被用于指示“言说的权
力”。根据福柯的研究，话语可以被视为上述语言与
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
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既然
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
言语行为，也就会有言说者、受话人、文本、沟通、语
境等要素组成的结构体系。根据话语的特征，我们
当今的“遗产事业”则带有明显的社会运动的特点，
都因此染上了话语色彩。
文化遗产之所以在今天受到重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公约的形
式开始了世界遗产事业，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事业，
不如说首先符合政治体系。换言之，遗产学在当今
的显露，首先是一门政治学［１０］。“体系”的使用在当
今哲学政治学中最具影响者之一是沃伦斯坦的“世
界体系理论”（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他一反已经流
行于世的“三个世界”的概念体系，宣称只有一个“世
界体系”。它是由经济交换关系建立起来的复杂的
网络，即“世界经济体系”（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由
资本和劳动形成了两分制（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它与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竞争联系在一
起，并历史性地包括但不限制民族国家的历史作
用［８］。这样的世界体系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
合理规则和凝聚力。其生命力由冲突和各种力量构
成。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
一起。而当每一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成有利
于自己的时候，又使这个世界体系产生分裂［１１］。事
实上，沃伦斯坦世界体系有三种不同形态的历史分
析系统，即微系统（ｍｉｎｉ－ｓｙｓｔｅｍ），只有有限的劳动
力分工，互惠地组织交换，年龄和性别是社会内主要
的区别特征。世界帝国（ｗｏｒｌｄ－ｅｍｐｉｒｅｓ）系统中，交
换在一个层次上是互惠的（在工匠和食物／原材料生
产者之间），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再分配，剩余物被
军事—官僚统治阶级所享用。最后，在世界经济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系统中，生产和交换是通过市场
来组织的［１］１８９。沃伦斯坦试图通过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体系的建构对当下世界情状进行分析和评述。总
体上说，这样的描述是客观的，具有现实性，但带有
工具论的明显痕迹。
我国的文化遗产在体系方面有何特色需要我们
进行挖掘和总结呢？比如西方学者对我国文化遗产
体系的工具性给予特别的观照。在讨论我国的遗产
形制方面，似乎更关注我国文化遗产制作和表现方
面的体系性。比如在艺术制造与生产方面，德国学
者雷德侯的“模件化体系”是一个有创意的概念①。
模件化体系的基本意思就是以使用同样的部件可以
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以汉字为例，笔画横、竖、
点、撇等可以组合成为无数个汉字。如此，中国的文
字，即是以五个由简而繁的层面构成的形式系统：
　　　元素（ｅｌｅｍｅｎｔ）　　单独的笔画
　　　模件（ｍｏｄｕｌｅ）　　 构件或成分
　　　单元（ｕｎｉｔ）　　 单独的汉字
　　　序列（ｓｅｒｉｅｓ）　 连贯的文本
　　　总集（ｍａｓｓ）　　 所有的汉字［１２］１４
按照这样的总结，模件体系不仅仅是艺术品的
制作、生产和组装，甚至涉及了中国文化的认知性思
维。以汉字体系论，“模件即是可以互换的构件，用
以在不同的组合中形成书写文字”［１２］２２。这与字母
文字的无象性组合迥异，也反映出中国艺术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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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学者雷德侯将中国艺术的制作和生产，包括汉字体系、商代的青铜器生产制作，古代的墓葬形制，瓷器的生产，活字印刷技术等皆纳入所
谓的“模件体系”。参见［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版。
思维特征和差异。
英国学者杰西卡则从我国古代的艺术表现体
系，特别是青铜器的纹饰，提出了“装饰纹样体系”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即“包含着众多组件的整体，
而所谓的组件，指可供工匠按照既有的规则去学习、
使用和组合的基本元素”。在西方，图案被锻造在青
铜器甚至金器上，而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青铜礼器
则是模铸而成的。中国的“装饰纹样体系”中一个重
要特性是能够让世代的工匠去学习和遵循。这个特
性是决定图案如何被复制的有效途径［１３］。
无论在哲学上，认识论上或是不同学科对“体
系”的性质规定有什么差异；无论“体系”在定义上、
对象上、表述上、译名上有什么差异；无论不同学者
发现“体系”在文化遗产中的功能、功效等“工具性”
方面有什么差异，都不妨碍“以体为本”“以人系之”
这一根本。
传家宝之承：传统的遗产传承系统
上述表明，今日世界之遗产体系有一个背景：即
在世界范围内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范畴。这就是
说，“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单位成为遗产的所属和
继承者。换言之，世界遗产体系首先建立在当代世
界体系之上，只有进入到既定的体系之中，依照其游
戏规则，方可以被接受、被表述。比如，如果一个国
家想要申报世界遗产，前提是要成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ＵＮＥＳＣＯ）的缔约国，成为世界遗产事业体系
中的一员。
而中国传统的遗产存续和继承有自己的一套方
式，其中礼制与宗法是两个重要的基石。人们通常
称说中国的社会为宗法社会，它与礼制社会结构中
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两个
大制度及观念，而体现宗法（宗法性）制度与观念的
宗族，无疑成为中国历史的极其重要的成分［１４］。在
乡土社会中，宗族也很自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并成为联结具有社会关系结构的、始终的贯穿性
特质。
至今学界对于宗族的表述和定义虽未达成共
识，主体却基本一致，只是在强调主体的范围和外延
方面不同。比如有强调“家”的；有强调宗法的、共识
的、首领的血缘共同体；有把宗族分为不同的层次
的；有强调姓氏关系和作用的。有的学者认为，宗族
的基本要素包括：１．父系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２．家
庭为单位；３．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４．有组
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１４］１４－１７。钱杭
在《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一文中，给出一
个相对全面的定义：
　　宗族是一个父系世系集团。它以某一男性
先祖作为始祖，以出自这位始祖的父系世系为
成员身份的认定原则，所有的男性成员均包含
其配偶。虽然在理论上，宗族的基本价值是对
世系的延续和维系，但在实践上，其成员的范围
则受到明确的限定。［１５］
这样的宗法制度和传承纽带，产生的“传家宝”
传承方式成了传统遗产继承的一个范例，也由此成
为传统的遗产传承系统的代表。“宝”在古代非常讲
究。“宝”字属于“贝”族，所以，在我国“宝贝”通常连
在一起。甲骨文字形 即 （宀，房屋）加上 （贝，
珠贝），造字本义：藏在家里的珠贝玉石等奇珍。《说
文解字》：“宝，珍也。从宀从王从贝，缶声。寚，古文
宝省贝。”白川静认为，宝中的“宀”为祭祀祖先之灵
的庙宇房顶之形。庙中贡献玉、贝（子字贝，属于财
宝），缶（陶制酒具、容器），谓“寶”，意味着贡献之物
均为宝物［１６］。简而言之，传家宝作为我国宗法制的
传承方式，也鲜明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体系的特
点与特性。
在我国，传家宝作为遗产，首先被认定为财产。
“财”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中主要指实物，《说文解字》
释“财，人所宝也。”《康熙字典》择录“财”之多义：“可
入用者”，包括食谷、货、赂、资物、贿、地财、土地之
物、裁（《尔雅·释言疏》裁、财音义同）、祠（《史记·
封禅书》民里社各自财以祠）。“产”即“生”，包括人
的生产和万物的生产。这样，一个完整的连接性传
承系统便呈现出来：首先，我国的传家宝制度总体上
是“家传”方式，如果要上升为“国家”，则至多也是中
国古代的“家国”范畴。其次，作为一种传承体系，传
家宝的基本背景是宗法社会，宗族是主导力量。再
次，传家宝不仅只是传承，还是社会再生产的示范。
国有国体，法有法规，家有家法，文化系之。中
国的非物质文化最能反映中国文化面貌，存在着中
华民族最为鲜活、最具广泛性、最备地方特色、最有
民间风范的文化内容，因此，探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体系也成为重中之重的事务。我们或许可做的工
作，除了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操作规则外，更要
总结中华文化自己的体系。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
性、活态性的文化遗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
自己独特的体系；它不仅具有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
结构方式，而且自身也具有独特的价值。笔者的观
点是：以体为本，以人系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性，有着特定时代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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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表现出强烈的话语特征，如何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中，以词与物的“知识考古”，寻找自己的传统与
传承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
系，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传家宝”不啻
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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